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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农民工流动由单向流出转向流出和回流并存现象，即不仅仅是“孔雀东南飞”，

还有“凤凰还巢”。文章以制造业产业转型为背景，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以及宏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研究

发现，首先，要素价格变化改变了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即由向东部地区流动转变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流

动，流动人口规模变小，跨地区转移劳动力减少，就地转移劳动力增加,回流趋势明显。其次，要素价格主

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影响。东部地区高工资对农民工的引力作用减弱，中西

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和幸福感提升加快了农民工回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发挥了导向

作用。此外，要素价格对老一代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文章为理解农民工回流的动因提

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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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并且

制造业是农民工就业比重最大的行业（张欢和吴方卫，2022）。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蔡昉，2010），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加上工资刚性不断增强，

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的比较优势丧失。不仅如此，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地缘政治和贸易、科技保护主义急剧上

升等内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中，长期经济增长面临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风险（朱民等，2020）。在

此背景下，全国制造业产业转型速度加快，2012—2018年间工业增加值比重下降约６个百分

点，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从1980年的24%增加到2015年的54%，工业内部从低附加值行业向

高附加值行业转型（朱民等，2020）。为此，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

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型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

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7）。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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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出了“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实现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

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当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就可能发生诱致性技术变革，进而

导致要素投入结构调整（速水佑次郎等，2014）。即当一种要素相对于另一种要素价格上升后，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会通过增加廉价丰裕要素投入来替代相对昂贵稀缺要素，增加资本投

入替代劳动，进行产业转型。根据“飞雁模式”理论，比较优势的变化会促使发达地区逐渐将其

落 后 产 业 转 移 至 欠 发 达 地 区 ， 以 期 通 过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寻 求 新 的 增 长 源 泉 （Akamatsu，1962；

Kojima，2000）。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

型，同时逐渐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在劳动力、土地和内需市场等方面仍具有比较优

势的中西部地区（蔡昉等，2009），实现“腾笼换鸟”。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下，一方面，

新的产业转移浪潮出现。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3年，中部地区六省省外资金投入由1.2万亿

元上升到3.32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2.5%（贺胜兵等，2019）。其中，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是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焦点产业。以2005年为分界点，东部地区主要省份的

纺织业和纺织服装业，在此之前产值总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江苏和浙江两省纺织业和

纺织服装业产值总和增长率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秦敬云和杜靖，2017；耿明斋，2018）。另一方

面，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转型进程加快，以微电子设备、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为

特征的产业转型不仅会造成技术的巨大变革，而且也会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近

期针对劳动力就业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技术变革使常规性任务越发为资本设备所替代，非常

规任务类型就业占比在持续增长，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挤占低技能劳动力（都阳

等，2017；何小钢和刘叩明，2023）。这意味着，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转型会引发对工作技能

要求的改变，减少低技能劳动岗位。但遗憾的是，由于农民工的受雇行为极不稳定，在技能转

型方面却具有天然的惰性和劣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还会进行抵触，他们面对产业转型时不得

不以自身的天然禀赋技能为基础去迎合城市产业对岗位的技能要求，选择“转移”工作地点或

岗位，即“人随产业走”，形成农民工回流。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与2009年相

比，2022年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的比重下降了15.5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农民

工比重分别上升了6.3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农民工流动逐渐由“孔雀东南飞”向“凤凰还巢”

转变，农民工回流趋势显现。

因此，在目前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准确识别出导致农民

工回流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厘清农民工回流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

展及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中国制造业产业转

型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要素价格变动是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

的作用机制如何？

关于农民工流动原因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因素、制度因素、

家庭因素、个体禀赋等原因。经济因素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动

因（蔡昉和都阳，2002），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关海玲

等，2015）。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简新华和张建伟，2005）。一

个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概率越大（吕炜等，2015）。城镇

工业技术进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程名望等，2006）。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工资收入

和居住环境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倾向流向城市（戚迪明和张广胜，2012；石智雷等，2022），但

城市高房价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李勇刚，2016）。吴方卫和康姣姣（2019）则发现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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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剩余差距缩小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经济冲击也对农民工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Rajan和Narayana，2015；Spitzer和Piper，2014）。此

外 ，2019年 新 冠 疫 情 爆 发 ， 大 量 工 厂 倒 闭 ， 导 致 许 多 外 出 务 工 者 面 临 失 业 问 题 而 被 迫 回 流

（Karim等，2020；Khanna，2020）。制度因素方面，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农

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孙文凯等，2011；仇童伟和罗必良，2017）。影响农

民工回流的家庭因素主要有宗族网络、家庭规模、抚养比、家庭养老照顾、子女教育等因素（郭

云南和姚洋，2013；汪为和吴海涛，2017；Gu等，2021）。个体禀赋因素方面，农民工回流主要受人

力 资 本 、 技 能 水 平 、 社 会 网 络 、 性 别 、 年 龄 、 婚 姻 状 况 和 健 康 状 况 影 响 （ 王 子 成 和 赵 忠 ，2013；

Duan等，2020；Serrano等，2021）。

通过回顾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尽管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较为充分，

也有少量研究分析了制造业产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回流的原因（郭力等，2011；李琴和朱农，

2014；何伟，2021；张欢和吴方卫，2022），但是未能将制造业产业转型这一外部冲击纳入分析框

架，也忽视了要素价格的变动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作用。本文认为，要素价格是影响产业要素

配置以及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而产业要素配置和产业布局对农民工流动区位选择具有重要

的导向作用。基于此，本文基于要素价格变动的视角，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等宏

观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从根源上深入剖析农民工回流的主

要原因，分析制造业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内在机理，并分别从研究数据、研究方法等

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较差，劳动力

市场对大部分农民工而言是买方市场，相较于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分析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因

素，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端——要素价格视角分析农民工回流的作用机制，更能够从根源上识别

出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关键因素。第二，综合运用微观调研数据和多项宏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

了在制造业产业转型过程中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同时选择行业平均劳动成本作为

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第三，以制造业产业转型

为切入点，分别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两方面，分析地

区间就业机会分布变化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存

在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根据农民工流动阶段特征和特征事实分析农民工回流

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模型设定、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

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特征事实与研究假说

（一）农民工流动阶段特征

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行严格控制，农业部门储蓄了大量剩余劳动

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量投资优先进入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限制

逐渐松动，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此时，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资本仍

相对匮乏，资本相对于劳动总是不足。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厂商进行生产时会密集使用

相对丰裕廉价的要素，减少相对昂贵稀缺要素的使用。由此，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东

部沿海地区涌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民工大规模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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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新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东部沿海地

区依靠政策和区位的双重优势，率先成为经济“增长极”，资本逐渐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由于

“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工资刚性不断增强，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国际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为此，《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吸纳东部地区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我国将引导1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

化”。202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脱贫攻坚总结汇报时强调，鼓励支持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22年，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

意见》，提出要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地区转移。因此，

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劳动力流动也逐渐由“孔雀东南

飞”向“凤凰还巢”转变。

（二）农民工流动基本特征事实

根据统计数据
①

显示，在1991—2018年间东南五省流动人口规模增速整体呈现“倒U形”。

最初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流入。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

部地区转移，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逐渐减少，流动人口规模变小。其中在2002—2018年，东

南五省制造业从业人数也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农民工也表现出明显的回流趋

势。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2022年，东部地区输入农民工比重由67.8%下

降为52.3%，中部和西部地区输入农民工规模比重分别由16.6%和15.3%上升到22.9%和21.8%。

同时，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农民工规模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08—2010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

重大于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2010年以后，省内流动农民工规模超过了跨省流动农民工规模，

二者差距逐渐增加。2022年，跨省流动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比重为41.1%，省内流动农民工占外

出农民工比重达到58.9%。

（三）影响农民工回流的理论机制分析

影响农民工流动方向发生变化的因素，首先是劳动力价格
②

。根据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农

民工进行流动决策时，主要根据预期实际劳动净收益大小来确定流动方向，即工资收入与生活

成本之差，实际劳动净收益越高，农民工越倾向于向该地区流入。工资收入是显性确定收入，

生活成本是隐性成本。主要原因在于住房与食品支出是外出务工者生活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不同企业是否提供免费食宿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生活成本也可能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仅考虑劳动力价格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其次是产业转型。制造业尤其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主要产业之一。但是，劳动力价格上升增加了企业用工

成本，促使企业通过资本替代劳动进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要素投入结构

的改变使得劳动力需求减少。伴随着制造业产业转型，劳动力需求随之改变，进而对农民工回

流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对农民工流动具有直接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劳动

力价格通过制造业产业转型对农民工流动产生影响。

从现实情况看，2000—2017年，东南五省制造业劳动力价格逐年上升，资本价格逐年下

降，要素相对价格明显上升（见图1）。进一步本文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30个制造业行业

的资本密集度，并依据曲玥等（2013）选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标准，选取12个资本密集度较低的

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分析其制造业产业转型的演变。结果显示，2000—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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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②以下简称要素价格，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简称为要素相对价格。



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度呈波动式上升，由此表明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产业转型趋势明显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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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南五省劳动（右轴）、资本（左轴）要素价格和要素相对价格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要素价格对农民工流动的直接影响表现为要素价格对农民工流动具有导向作用，

即劳动力价格越高，农民工越倾向流入该地区。

假说2：要素价格对农民工流动的间接影响表现为通过制造业产业转型发挥作用，制造业

产业转型使得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导向

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农民工回流，除了主要受劳动力价格变动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地区间就业机会分布变化的

影响，而这主要与制造业产业转型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资本和

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当二者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企业要素投入结构也随之改变。当要素

投入结构中资本投入超过劳动投入，企业即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制

造业产业转型进一步会导致地区间和行业间就业机会分布发生变化，进而引致农民工回流。基

于此，本文将通过如下三个实证模型展开分析和检验。

1. 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直接影响（OLS）。考虑到劳动力价格和产业转型可能存在共

线性问题，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制造业产业转型

对农民工流动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以及劳动力丰裕程度也会影响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区位选择。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产业转型的滞后项。同时，通过加入劳动力价格与

时间的交互项、与时间平方项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影响随时间的变化

趋势。加入产业转型平方项旨在控制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进而得到要素价格对农民

工回流的直接影响结果。考虑到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在模型一中加

入产业转型的二次项
②

。

11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3年第4期

①受篇幅所限，未列出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一中加入T的平方与工资的交互项而没有直接加入工资的平方项是由于模型一使用的数据介于

2010—2013年，为了使数据具有足够的波动性，在模型（1）中加入T的平方与工资的交互项而非工资的平方项。在模型一中加入

产业转型的平方项而非T的平方与产业转型的交互项旨在降低模型一中变量间的共线性。



f lowit = α0+α1×T ×wageit +α2×T 2×wageit +α3 ln K/Lit−1
2+βXn+Ri+δttrend+εit (1)

εit

其中， i和 t表示流入地区和时间， flow表示农民工净流入，具体划分为东部地区净流入、中部地

区净流入、西部地区净流入和东北地区净流入；wage表示劳动力价格，具体采用企业用工成本

来衡量；lnindit-1表示滞后一期的产业转型变量，具体采用实收资本取自然对数来衡量；T为企业

存活年龄；Xn（n=1，2，…，k）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和恩格尔

系数；Ri为地区固定效应；trend为时间趋势项； 为随机扰动项。

2. 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间接影响（2SLS-IV）。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IV），一

方面，分析要素价格通过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解决产业转型与农

民工回流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当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转型以及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后，东部沿海地区低技能就业岗位减少，中西

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地区间就业机会分布由此发生变化，进而引致农民工流动方向随之改

变，农民工表现出回流趋势。同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典型代表，农民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主要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位选择与该地区廉价劳动力数量密切相关。农民工进行流

动 决 策 时 ， 主 要 考 虑 单 个 企 业 工 资 水 平 ， 行 业 平 均 劳 动 成 本 对 农 民 工 而 言 具 有 信 息 不 对 称

性。因此，假设内生性只发生在企业内部，采用行业平均劳动成本作为产业转型的工具变量

（Lin等，2012；林炜，2013）。第一阶段，估计要素价格对产业转型的影响。由于不同所有制形式

企业的产业转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第一阶段模型中加入国有资产控股情况。同时，加入

东部地区虚拟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加入各个变量与时间的交互项、与时间平

方项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东部地区产业转型随时间的变化。第二阶段，将产业转型的拟合

值加入模型中，分析要素价格通过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的间接影响以及解决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

第一阶段，分析要素价格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ln ind =β0+β1×T ×D+β2×T 2×D+β3×T × lnwage+β4×T 2× lnwage+
β5×S OE+β6×T ×S OE+β7×T 2×S OE+δttrend+ηit

(2)

其中，lnind表示产业转型，
①

具体采用实收资本取自然对数来衡量，T为企业存活年龄，D为东部

地区虚拟变量， lnwage表示行业平均劳动成本，具体采用行业平均工资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SOE为国有控股情况，同时控制了时间趋势trend。

l̂n ind第二阶段，将产业转型的拟合值 加入模型中，分析要素价格通过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

流的间接影响，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f lowit = γ0+γ1 l̂n ind+γ2 l̂n ind
2
+βXn+Ri+φttrend+ νit (3)

3.要素相对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模型三中加入要素相对价格与产业转型的交互项，

分析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与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要素相对价格

与农民工回流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原因在模型一中已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因

此，在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要素相对价格和产业转型变量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

将农民工流动数据替换为流动人口规模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f lowit = λ0+λ1 ln K/Lit−1+λ2PL/PK it−1+λ3 ln K/Lit−1×PL/PK it−1+βXn+Ri+ϖttrend+µit (4)

PL/PK it−1 ln K/Lit−1其中， 为滞后一期的要素相对价格， 为滞后一期的产业转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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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模型（2）中产业转型采用实收资本来衡量。

②模型（5）中产业转型采用人均资本存量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根据曲玥等（2013），进一步从制造业中选取十个

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①

。首先，根据城市编码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为制造业产业转型与农民工流动数据库（2010—2013），用来分

析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其次，根据城市编码将中国统计年鉴中制造业数据与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匹配为另一套制造业产业转型与农民工流动数

据库（2010—2017），用以分析要素相对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为验证匹配后数据的合理

性，后文又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匹配的宏观统计数据（2002—2017）

进行稳健性检验。

2.变量定义

（1）资本与资本价格。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资本存量。本文将固定资产投资净额作为当

年投资，并采用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平减，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可比化处理（2000=100）。根

据张军等（2004），将折旧率确定为9.6%，初始年份资本存量采用基期（2000=100）固定资本形成

除以10%来衡量。资本价格采用固定资产平均价格指数平减为基期（2000=100）的累计折旧与

平减后固定资产原价之比来衡量。

（2）劳动、劳动价格与行业平均劳动成本。分别采用制造业从业人数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

业 人 数 作 为 劳 动 投 入 变 量 。 劳 动 价 格 采 用 基 于 工 资 价 格 指 数 平 减 后 的 平 均 工 资 来 衡 量

（2000=100）。由于员工福利数据缺失值较多，此处进行简化处理，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来表示行业平均劳动成本，并使用CPI指数（2000=100）进行平减。

（3）产业转型。分别采用产业资本密集度和实收资本这两种方法来定义产业转型。这是因

为，一方面，采用产业资本密集度变化反映制造业转型趋势：从地区横向来看，产业资本密集

度的变化反映了地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产业资本密集度增加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向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同时，东部地区将已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从地区纵向来看，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业转型前，东部地区产

业资本密集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当东部地区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时，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

密集度上升，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实收资本表示企业收到的实际投资总额，

企业生产效率越高，收到投资额越多。产业转型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采用实收资本衡

量产业转型能够体现企业生产效率的变化。因此，在统计年鉴匹配的数据中，采用产业资本密

集度来衡量产业转型；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的数据中，采用实收资本来衡量产业转型。

（4）农民工流动。一个地区往往既是农民工流入地又是流出地，仅通过一个地区农民工流

入数量来衡量农民工流动不能准确度量农民工实际流动情况。因此，采用农民工净流入来衡量

农民工流动方向变化：一是将流入地为东部地区、户籍地为除东部外的其他地区界定为东部地

区净流入。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净流入界定与此相同。二是将东部地区农民工净流

入减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增加定义为农民工回流。

（5）流动人口规模。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增速变动能够反映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因

此，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增速来衡量流动人口规模（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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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是纺织服装鞋帽业、皮毛羽毛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业、仪器仪

表业、通信设备计算机业、电器机械器材业。



3.描述性统计

表2汇报了东南五省要素相对价格、产业转型与流动人口等变量基本特征情况
①

。2010—
2017年，东部地区流入农民工数量最多，但流动人口规模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区流入农民工数

量尽管低于东部地区，但增速明显上升。同时发现，由于受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要素相对丰裕

程度变化的影响，东南五省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制造业人均资本存

量和实收资本也呈现上升趋势。在人口社会经济学特征方面，已婚女性外出农民工增加，农民

工平均年龄上升，但流入农民工仍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比

最大，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质量仍偏低。除此以外，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小，制造业企业

平均存活年龄约为11年，制造业企业仍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直接影响

回归估计结果显示（见表3），要素价格对东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对

表 1    变量设定

变量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农民工流动

flow_east 东部地区净流入

flow_mid 中部地区净流入

flow_west 西部地区净流入

flow_es 东北地区净流入

流动人口规模 flow_scale 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增速

产业转型
lnK/L 产业资本密集度取自然对数

lnind 实收资本取自然对数

主要解释变量
要素相对价格 PL/PK 劳动价格与资本价格之比

劳动成本 lnwage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主观幸福感 Happiness 心理健康因子得分

生育孩子数量 Children 农民工生育孩子数量

性别 Gender 1=男，2=女

年龄 Age 农民工年龄（周岁）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Edu 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及大专，3=本科及以上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 Edu_rate 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

婚姻状况 Mari 1=未婚，2=已婚，3=离婚及丧偶

户籍所在地区 Resi 1=东部，2=中部，3=西部，4=东北

恩格尔系数 Engel 农民工家庭食品支出与家庭总支出的比值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流动人口所在省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工业增加值 IVA 流动人口所在省份的工业增加值

抚养比 DR 流动人口所在省份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比

年份 Year 农民工流动、流动人口流动年份

国有企业控股情况 SOE 1=国企，0=非国企

企业存活年龄 T 当前年份与企业进入市场年份之差

企业所在地区 District 1=东部，2=中部 3=西部4=东北

　　数据来源：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0—2017）、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2017）、中
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2—2017）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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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受篇幅所限，未列出2010—2017年各个年份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具有负向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说1。要素价格对农民工流

动具有导向作用，劳动力价格越高，对农民工流动的导向作用越强。由于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明

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①

，农民工更偏好流向东部地区。此时，东部地区是主要流入地，中西部地区

是主要流出地。加入要素价格二次项后发现，劳动力价格对东部地区农民工流入的影响呈“倒

U形”分布，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民工流入的影响呈“U形”分布。长期以来，受政策和区

位优势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

量就业机会。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同时，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

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受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以及降低

劳动力成本的考量，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逐渐采用资本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传统劳动力，制造

业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东南沿海地区就业机会由此减少，尤

其是减少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项目 变量 25% 50% 75% 平均值 标准误

flow_east 东部地区净流入 2 969 4 290 6 196 5 002.140 2 404.630

flow_mid 中部地区净流入 2 378 2 727 3 072 2 727.382 634.303

flow_west 西部地区净流入 2 413 2 899 4 048 3 720.238 2 088.312

flow_es 东北地区净流入 1958 2 155 2 572 2 433.791 898.882

flow_scale 流动人口规模 −0.005 −0.001 0.004 0.001 0.012

lnK/L 产业转型 4.338 4.810 5.244 4.856 0.710

lnind 产业转型 7.003 8.517 9.616 8.412 1.799

lnPL/PK 要素相对价格取自然对数 11.965 12.246 12.581 15.390 0.207

lnwage 劳动成本 7.648 8.349 9.147 8.449 1.204

Happiness 主观幸福感 21 22 24 22.648 2.568

Children 生育孩子数量 1 1 2 1.428 0.721

Gender 性别 0 1 1 1.463 0.497

Age 年龄 26 33 41 32.039 9.202

Edu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1 1 1 1.260 0.516

Edu_rate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 0.193 0.261 0.367 0.287 0.138

Mari 婚姻状况（1=未婚，2=已婚，3=离婚及丧偶） 2 2 2 1.780 0.594

Resi 户籍所在地区（1=东部，2=中部，3=西部，4=东北） 2 2 3 2.147 0.728

Engel 恩格尔系数 0.183 0.004 0.006 0.429 0.264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109.744 116.341 123.470 116.258 8.796

IVA 工业增加值 675.767 1 220.201 2 195.669 1 801.379 1 707.191

DR 抚养比 28.970 32.330 36.610 32.663 5.729

SOE 国有企业控股情况 0 0 0 0.031 0.174

T 企业存活年龄 6 9 14 11.334 8.787

District 企业所在地区（1=东部，2=中部，3=西部，4=东北） 1 1 1 1.283 0.575

样本量 124 268

　　数据来源：2010—2017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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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内陆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农

民 工 表 现 出 由 “孔 雀 东 南 飞 ”向 “凤 凰 还 巢 ”转

变。这说明，在要素价格上升过程中，制造业产

业转型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

（二）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间接影响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见表4），劳动成本对

产业转型的影响呈“倒U形”分布。改革开放之

初，廉价充裕的劳动力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

发展提供了成本优势。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

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企业成本压力增加，促使

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与企业存活年龄交互项对产业转型

的影响呈“U形”分布。对此，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充裕且廉价，东部地区以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此时产业资本密集度较低；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价格攀升，

东部地区进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新阶段，此时，东部地区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产业为主，产业资本密集度较高。

第二阶段，将产业转型的拟合值加入模型中，估计其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

（见表5），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转型发挥作用。对比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回归结果发现，间接影响回归系数远远大于直接影响回归系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间接

影响中，产业转型包含第一阶段劳动价格的影响。与直接影响回归结果相比，尽管回归系数大

小存在差异，但回归系数方向相同，产业转型对东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的影响呈“倒U形”分

布，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的影响呈“U形”分布。

根据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回流时，需要综合权衡在城市获得较高工资

收入的概率（即收入诱导）和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概率（即工作机会诱导）。这与地区产业发

展水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充裕。为了与要素禀赋结构相

适应，东部地区涌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与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优势相符，创造了大量经

济剩余，资本积累加速（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然而，随着劳动供给逐渐减少，劳动力价格不

断攀升，要素禀赋结构及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迫使东部沿海地区“腾笼

表 3    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直接影响回归结果

因变量：农民工净流入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T × lnwage 0.124***(0.004) −0.061***(0.002) −0.048***(0.002) −0.015***(0.001)
T 2 × lnwage −0.119***(0.005) 0.050***(0.002) 0.055***(0.003) 0.014***(0.001)

ln ind −0.082***(0.014) 0.055***(0.008) 0.008(0.010) 0.020***(0.005)

ln ind2 −0.076***(0.014) 0.058***(0.008) 0.001(0.010) 0.017***(0.005)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714***(0.006) 0.298***(0.005) −1.012***(0.005) −0.001(0.001)
样本量 171 394 171 394 171 394 171 394

R2 0.115 0.505 0.631 0.00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显著性为1%、5%、10%。下同。

表 4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因变量：产业转型

T ×wage 1.431***（0.023）
T 2 ×wage −1.106***（0.034）

T ×D −0.503***（0.016）

T 2 ×D 0.360***（0.02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时间趋势项 是

样本量 401 549

R2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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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鸟”。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在劳动力、土地和内需市场等方面仍具

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本地企业逐渐转型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地区间就

业机会分布发生改变，由此导致流入东部地区的农民工逐渐减少，中西部地区回流农民工增

加，验证了假说2。
 
 

表 5    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间接影响回归结果

因变量：农民工净流入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ln K/ L 0.289***(0.049) −0.197***(0.038) −0.093***(0.019) 0.002(0.001)
ln K/ L2

−0.021***(0.003) 0.013***(0.002) 0.008***(0.001) −0.001(0.001)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502**(0.227) −1.039***(0.173) 0.545***(0.087) −0.007(0.006)
样本量 403 994 403 994 403 994 403 994

R2 0.512 0.527 0.471 0.001
 

在控制变量方面，回归估计结果显示
①

，与流入东部地区相比，流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的农民工幸福感更高。农民工流向东部地区主要受收入诱导，而回流到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

当地区间收支剩余接近后，农民工会进一步考虑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方

面，不再与家人远距离分离，幸福感提升；另一方面，减轻了在大城市打工的被歧视感和焦虑

感。因此，幸福感提升是农民工回流的另一重要因素。

（三）要素相对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进一步选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五个人口流入大省，分析东南五省要素相对价格

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见表6），要素相对价格对东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影响呈

“倒U形”分布，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影响则相反，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要素相对价

格上升使得东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减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净流入增加，农民工表现出向中西

部地区回流的趋势。这主要受制造业产业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的影响。同时，农民

工回流后幸福感增加。在就业机会与幸福感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回流趋势显现。
 
 

表 6    要素相对价格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ln PL/PK −0.098***（0.020） 0.051***（0.015） 0.049**（0.020） −0.002（0.001）
ln K/L −0.085***（0.017） 0.003（0.013） 0.085***（0.017） −0.002**（0.001）

ln PL/PK × ln PL/PK −0.151***（0.027） 0.061***（0.018） 0.091***（0.026） −0.001（0.001）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 485 8 485 8 485 8 485

R2 0.012 0.004 0.007 0.001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多种数据匹配可能造成估计偏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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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准回归中采用的数据是混合截面数据，流动人口规模数据为省级面板数据，相比较而

言，采用面板数据估计能够剔除不随时间改变因素的影响。因此，将数据更换为宏观流动人口

规模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由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是混合截面数据，因

此，也可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检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的稳健性，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重新估计。最后，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生长环境和教育程度等诸

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地选择也不尽相同。因此，将农民

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比较两组样本农民工回流的差异性。

1.流动人口规模分析。将基准回归数据替换为宏观流动人口规模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分

析要素相对价格对流动人口规模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f low_scaleit = ρ0+ρ1PL/PK it +ρ2PL/PK it × east+ρ3X+ ζit (5)

ζit

其中，flow_scaleit 表示流动人口规模，PL/PK表示要素相对价格，east表示东部地区虚拟变量，X表

示 其 他 控 制 变 量 ， 具 体 包 括 流 动 人 口 受 教 育 程 度 、 消 费 者 物 价 指 数 、 平 减 后 的 工 业 增 加 值

（2000=100）以及总抚养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探究要素相对价格对流动人口规模影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基于2002—2017年中国人

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将其平均划分为2002—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3年和

2014—2017年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与要素相对价格交互项

对流动人口规模均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东部地区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

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迫于成本压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导向作用，跨

地区流动农民工减少，流动人口规模逐渐变小。

2.随机效应模型。为检验基准回归模型构建的合理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重新估计要素价

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结果显示，与OLS估计结果相比，除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变为不显著外，

其他变量显著性和回归系数基本未发生改变。由此可见，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回归结

果具有稳健性。

3.代际差异分析。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流动方向选择方面可能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基于代际差异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发现
①

，要素价格对老一代农民工回

流的影响程度大于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流动区域选择时，往往将家庭作为主要考

虑因素，倾向选择离家较近的地点。一方面，可以在农忙时兼顾农业生产，同时便于照顾家庭；

另一方面，老一代农民工“乡土观念”更强，他们认为进城打工只是一种暂时性选择，最终仍会

落叶归根。新生代农民工则以进城落户为目标，较少受到家庭因素牵绊。他们向往大城市生

活，希望能够早日摆脱农民身份。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更高，与城市的技能型劳动需

求更加匹配。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迈向“制造强国”进程中，随着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充裕程度发生变化，要素价格发生

改变，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加速转型特别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而影响农民工流动方向，形

成了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在厘清农民工流动演变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制造业转型过程中

要素价格变化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要素价格上升使农民工流动方向由

单向地流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转向流出和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并存，并且农民工表现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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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回流趋势。第二，要素价格变化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发挥作

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后，就业机会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回流发

挥了导向作用。同时还发现，农民工回流主要受就业机会与幸福感双重驱动。此外，要素价格

对老一代农民工回流的影响程度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几点政策意涵：第一，农民工回流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好回流农民工的人才溢出效应，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增添新动能。同时，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第二，中西部地区要不断完善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出台关于产业承接的优惠

政策，用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好地发挥各地

区的比较优势，发展地区优势产业集群，为农民工回流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继续发挥制造业

在稳定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工流动的代际差异政策，一方

面，不断完善老一代农民工回流后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不断提升新生

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契合未来城市发展的技能型劳动力需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可预计的是，乡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

员占比继续下降的同时，乡村地区和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从而要求优化乡村人口结构和农业

劳动力结构，吸引劳动力回流返乡。对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从城乡关系重塑和劳动力重新配

置视角，进一步讨论和厘清农民工回流问题及其背后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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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Pric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Zhang Huan1,  Wu Fangwei2,3
( 1. Institute of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Nanjing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for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ccelerating.  Factor  prices  not  on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decisions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selecting  the  flow  dir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rising  factor  prices  as  the  entry  point,  and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migration in China,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the data of the macro statistical
yearbook,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etween regions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wo aspects.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y have a non-linear impact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adds a quadratic term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model. It selects the average labor cost of
the  industry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  and  uses
the OLS estimation metho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identify the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more accurat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change  in  factor  prices  has  changed  the  flow  dir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at  is,  the  shift  from  moving  towards  eastern  regions  to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resulted  in  a  smaller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
decrease in cross-regional transfer of labor, an increase in local transfer of labor, and a clear trend of
return.  Second,  factor  prices  affect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mainl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The  gravitational  effect  of  high  wages  on  migrant
workers in eastern regions is weakened, while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appines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ccelerate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talent  spillover  effect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o add new momentum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polici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flow.
On the one hand, relevant policies on social security such as pension and medical care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kill level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constantly improved,
in line with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in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for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ow to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factor prices;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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